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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能力何以影响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钱昭英 1，胡悦易 2，魏基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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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能力作为新型人力资本，已成为促进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 2023 年贵州省数字乡

村试点县 529 户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讨论其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山区农户数字能

力水平每提高 1%，绿色生产行为得分将上升 26.6%；数字能力通过提高山区农户绿色农产品认知 （6.39%）、信息满足

性 （14.29%）、农业生产污染认知 （8.65%） 三条路径促进其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相较于无政策响应组、有资金服务组、

绿色生产风险偏好组以及对绿色生产技术不信任组，数字能力对有政策响应组、无资金服务组、绿色生产风险厌恶组以

及对绿色生产技术信任组的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培育山区农户数字能力、突破山

区农业绿色转型困境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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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短缺和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

点。农业生产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和面源污染的重

要来源，其绿色转型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

择，也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1］。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农村部更是在 2024 年

12 月印发了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

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文件，为推

进乡村生态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的

政策保障。然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户对绿

色生产转型的响应并不积极，粗放型农业生产方

式仍旧存在。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

的深度融合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2］。

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红利的持续

渗透，山区农户数字参与不断加深，数字能力正

逐渐推动山区农业的绿色发展。

陆镜名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数字能力是农户

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素养和技能，对于推

动农业生产转型有着重要作用［3］。罗必良等学者

认为农户绿色生产表现为农作物生产环节上的一

系列环境友好型实践，例如农药化肥减量使用

等［4］。随着数字能力研究的逐渐深入，其对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如熊飞

雪等探究数字技术对粮食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影响［5］；李全海等就参与电商能否促进设施蔬菜

种植户绿色生产这一问题进行讨论［6］；渠宗儒等

分析网络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行为的促进作用［7］；陈卫洪等则聚焦数字能力

视角，指出农户数字能力的提升能降低农户农药

施用强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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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了

新的契机，提高农户数字能力对于充分发挥数字

赋能农业绿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山区绿

色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与社会双重因素的制约。

在自然条件方面，地形复杂、土地细碎化等问题

限制了规模化、机械化绿色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在社会层面，山区长期面临劳动力外流［9］、

交通不便等困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进而导致

信息闭塞与人力资本薄弱［10］。这些挑战制约了山

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具体表现为技术获取困

难、绿色农产品认知不足及生产效益理解有限。

数字能力能否促进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又如

何为山区农业绿色转型带来新的契机？现有研究

缺乏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机理的探讨，

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现有研究多

聚焦于电商参与、互联网使用等视角，本文以数

字能力为三维研究视角，深入研究数字能力对农

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完善农户数字能

力水平的分析框架。第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农

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单一维度，本文依据中国农业

农村部发布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一控两减三基

本”目标，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评价体系对农

户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综合性评价，有助于深化对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整体认知。第三，聚焦山区

农户行为主体，探索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转型

的地区差异，并从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两方面分

析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中的异

质性问题，以期对山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业绿色发展承载双重使命：在保障食品安

全背景下，绿色农产品蕴藏显著经济价值；于生

态环境维度，绿色生产过程则肩负重要生态屏障

功能。然而，在山区，自然与社会双重因素的制

约使得山区农业绿色发展遭遇阻碍。先天地理限

制与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造就信息闭塞与人力资

本薄弱的结构性短板［11］。这一现实困境，使得农

户或囿于对绿色农产品价值及绿色生产效益的认

知局限，或受限于绿色生产技术信息获取与消化

能力的不足，最终制约了绿色生产行为在山区的

有效实施。

（（一一）） 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生

态系统正在重塑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12］，这一变

革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更为山区农业这一受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因素制约的领

域，带来了绿色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计划行为

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作为

解释和预测行为的重要理论框架，为深入剖析农

户数字能力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支撑，TPB 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意图受行

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要素影响，

且行为意图是实际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在山区

农业绿色转型情境下，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绿色

生产行为的形成与实施具有直接而系统的促进作

用，且与 TPB 理论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从数字

接入能力维度看，山区农户地处偏远，以往信息

获取渠道单一有限，借助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

字技术，数字接入能力使农户能更全面迅速获取

绿色生产相关信息。在 TPB 理论中充分的行为认

知有助于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使农户对绿色生

产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有更深刻理解，从而更愿意

主动参与绿色生产实践。数字需求能力的提高进

一步强化了山区农户信息获取主动性，传统模式

下农户被动接受有限信息且缺乏主动搜寻和分析

能力；随着数字需求能力提升，农户能根据自身

绿色生产需求，有针对性地筛选数字信息中的有

价值内容并深入分析研究，这种主动信息获取与

分析能力使农户更好地把握绿色生产趋势和市场

需求变化，在生产决策中更加科学合理。数字使

用能力的增强，为山区农户熟练运用数字工具参

与技术交流与生产决策提供了有力保障，山区农

户可通过在线农业社区、农业技术交流平台等数

字工具，与农业专家及其他农户实时互动交流，

TPB 理论中，这种对行为后果的清晰认知会直接

影响农户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当农户深

刻认识到绿色生产行为既能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农

产品的需求、获得更高经济收益，又能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时，就会推动绿

色生产行为的采纳与实施。数字能力通过接入、

需求和使用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从多层面直接

优化了山区农户在认知识别和行为态度方面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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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条件，有效推动了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与实

施［13］，成为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能力支撑。

H1：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

促进作用。

（（二二）） 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影响机制影响机制　　

1.  信息满足性　

图 1 展示了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

为的影响机制：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约束

会直接限制农户的经济决策。山区农户长期处于

信息闭塞的孤岛局面，难以了解绿色生产，限制

了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

推进显著提升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14］。值得

注意的是，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山区农

户数字能力的提升与其信息获取效率呈现正相

关［8］，数字能力的提升有效改善其信息获取效

率，使山区农户能够更便捷地获取绿色生产技

术、购买绿色农资等方面的信息，数字能力的提

升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13］，满足了山区农户对绿

色生产信息的需求，进而促使其实施绿色生产行

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

H2：数字能力通过提高山区农户的信息满足

性，进而促进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2.  绿色农产品认知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

高［15］，何奇龙的研究指出，市场对无污染、安

全、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16］。然

而，由于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通常需要更高的

技术和资金投入，其生产门槛相对较高，导致市

场供给相对有限。在供需失衡的市场环境下，绿

色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普通农产品［17］。值得注

意的是，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安全品质的认可，

表现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使其在市场上形

成了区别于普通农产品的竞争优势，能为农产品

生产者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数字能

力的提升，赋能山区农户数字化渠道应用能力，

使山区农户能通过数字化渠道及时捕捉绿色农产

品高需求、高价值的市场信息［6］。根据理性选择

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山区农户的生产决策同样遵

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情况会驱动山区农户调

整生产策略，主动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以获

取更高收益。综上所述，通过数字能力的提升，

提高了山区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经济价值的认知。

图 1　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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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绿色农产品的利益追逐，山区农户变得更

倾向于实施绿色生产行为［5］。基于上述分析，研

究提出假说：

H3：数字能力通过提高山区农户对绿色农产

品的认知，进而促进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3.  农业生产污染认知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社会人”视角从另一

方面揭示了山区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

制。在制度约束和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下，山区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不仅源于经济计算，更

包含了社会责任的认知重构［17］。农业生产污染认

知是指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及其成

因、危害、防治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18］。山

区农户的农业生产污染认知水平与其环保意识呈

正相关关系，这种环境伦理观念的提升会显著增

加其采用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19］。数字能力为

农户生产信息获取的充分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条

件。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得山区农户通过数字化

平台深刻认识到传统农业生产中过度依赖农药化

肥等高污染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危害［8］，加深

了山区农户对绿色生产方式的认同，由此提升山

区农户的农业生产污染防治认知。通过农业生产

污染认知提升，农户生产决策会倾向于实施绿色

生产行为。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提出假说：

H4：数字能力通过提高山区农户的农业生产

污染认知，进而促进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一））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贵州财经大学 2023 年 7 月

在贵州省数字乡村试点县 （息烽县、黔西市、金

沙县、余庆县） 开展的山区农户实地调查，调研

范围依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

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在样

本选择方面，研究团队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

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基于县域内各乡镇农业产业

特征与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每个试点县随

机选取 1~2 个典型乡镇；随后在每个选定乡镇

内，按区位分布和人口规模随机抽取 1~3 个行政

村作为样本单元；最终根据山区农户人口结构，

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 10~20 户具有代表性的家

庭开展“一对一”入户调查。在调研对象选取方

面，调研地区多为种地农户，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种地农户作为被调查对象。

调研内容涵盖山区农户基本信息、生产经

营、可持续农业认知、数字化应用等 7 个方面。

在 4 县 35 村共收集问卷 542 份，剔除 13 份数据缺

失和异常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29 份，样

本有效率为 97. 6%。

（（二二）） 变量选取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参照

闫豪玮等［20］ 的研究，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

采取农业节约用水、化肥农药减量、废弃物资源

化三个指标构建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综合评

价指标 （见表 1）。选取“是否采取保水保墒措

施”“是否采取节水灌溉”两个问题代表农业用

水节约指标；选取“秸秆是否综合利用”“畜禽

粪污是否还田利用”两个问题代表废弃物资源化

指标；选取“是否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是否采

取有机肥”“是否使用生物防治”“是否使用生态

防治”“是否使用物理防治”五个问题代表化肥

农药减量指标。赋值：是=1，否=0。基于上述

指标，本文借鉴石志恒等［21］ 的研究，通过熵值

法测算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得分。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山区农户数字能力。参考陈

卫洪等［8］、王小华等［22］ 的研究，本文选择数字

接入，数字需求，数字应用三个维度去衡量山区

农户的数字能力 （见表 1）。在数字接入维度，选

取“是否有电视”“是否有计算机”“是否安装宽

带”“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四个问题代表山区农

户数字接入水平；数字需求维度，选取“是否愿

意了解农业数字技术方面的信息”“是否愿意相

信网络上传播的农业信息”“是否愿意采用通过

网络学习到的技术信息”三个问题代表山区农户

数字需求水平；数字应用维度，选取“是否通过

电视获取农业信息”“是否通过计算机获取农业

信息”“是否通过智能手机获取农业信息”“是否

采用电商平台销售农作物”（以上问题赋值：是

=1，否=0）、“采用信息化农业技术数量”（土

壤检测、水肥一体机、智能诱虫灯、无人机、日

光节能温室设施、智能监控系统、遥感技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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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农产品追溯技术、

互联网、其他）（赋值：1=0 种，2=1~3 种，3
=4~6 种，4=7~10 种，5=10 种以上） 五个问

题代表山区农户数字应用水平。基于上述指标，

本文利用熵值法测算山区农户数字能力水平。

3.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其他影响因素的干预，本文参考张

文英等［23］、龙云等［24］ 的研究选取山区农户的个

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三个方面进行

控制 （见表 1）。其中，山区农户的个体特征包括

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兼业情

况、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家庭年收入；生产

经营特征包括土壤肥力、交通便利情况、自然灾

害及社会化服务。

4.  中介变量　

为分析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影响机制，本文借鉴熊飞雪等［13］和林珊等［18］的

研究，选取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及农业生

产污染认知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见表 1）。

（（三三）） 计量模型构建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Behaviori = α1 + β1 Abilityi + γ1 X i + εi （1）

其中，Behaviori 表示山区农户 i 的绿色生产行为

得分，Abilityi 表示山区农户 i 的数字能力水平，

Xi 表示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扰动项，α1 为常数项，

β1、γ1 表示待估计参数。考虑到截面数据的异方

差问题，在回归中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

农业生产污染认知在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

产行为影响的中介作用，研究借鉴姜立康等［25］

的做法，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Behaviori = α2 Abilityi + ρ1 （2）
M i = α3 Abilityi + ρ2 （3）

Behaviori = α4 Abilityi + β2 M i + ρ3 （4）

其中，M i 表示中介变量，α2 为数字能力 Abilityi

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Behaviori 的总效应；α3

为数字能力 Abilityi 对中介变量 M i 的效应；β2 是

控制数字能力 Abilityi 的影响后中介变量 M i 对山

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Behaviori 的效应；α4 是控制

山区中介变量 M i 的影响后，数字能力 Abilityi 对

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Behaviori 的直接效应；

ρ1、ρ2、ρ3 为回归残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一）） 基准回归分析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实证分析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

行为的影响，研究运用了村庄固定效应模型并采

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2 所示，（1）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仅分析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对山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

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数字能力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兼业情况

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年收入

土壤肥力

交通便利情况

自然灾害

社会化服务

信息满足

绿色农产品认知

农业生产污染认知

定义

熵值法测度

熵值法测度

户主性别，男＝1，女=0
户主年龄/岁
户主文化程度，未上学到大专以上，依次为 1~5
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是=1，否=0
是否参加了农业生产企业示范基地，是=1，否=0
2020—2023 年均销售农作物毛收入取对数

土地肥沃程度：1＝贫瘠，2＝中等，3＝肥沃

村庄交通便捷程度，从非常不便利到非常便利，依次为 1~5
2022 年遭灾程度：0=未受灾，1=轻微，2=中度，3=严重

近三年是否接受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技术指导，是=1，否=0
网络获取农业信息对您帮助大吗，没有帮助到帮助很大，依次为 1~5
是否了解绿色农产品，是=1，否=0
土壤健康的重要程度，不重要到很重要，依次为 1~5

均值

0. 20
0. 22
0. 64

53. 23
2. 45
0. 60
0. 09
9. 28
2. 10
3. 87
1. 54
0. 37
2. 90
0. 41
4. 06

标准差

0. 18
0. 18
0. 48

11. 36
0. 81
0. 49
0. 29
2. 09
0. 62
1. 08
1. 10
0. 48
1. 20
0. 49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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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在 （2） 到 （3） 列逐步加入村庄固定效应

和控制变量后，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

为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按照 （3） 列的最终回

归结果分析，在尽可能控制遗漏变量之后，数字

能力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山区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山区农户数字能力水平每提高 1%，

绿色生产行为得分将上升 26. 6%。H1 得到验证。

（（二二）） 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1.  主成分分析　

为了避免指标之间因相关性产生的模型偏

差，研究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区农户数

字能力水平重新进行测算，回归结果如表 3 （1）
列所示。在替换模型对山区农户数字能力水平进

行重新测算后，山区农户数字能力仍然在 1% 的

水平上促进了其绿色生产行为，实证结果稳健。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知识缺口理论，认知是

行为的必要条件。认知与行为具有相关性。本研

究据此以“是否了解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作为

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代理变量，对研究的稳

健性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 （2） 列所示，

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模

型稳健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3.  Tobit模型　

鉴于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得分为 ［0，1］
区间变量，满足受限因变量模型条件，本研究使

用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代替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如表 3 （3） 所示，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保持

一致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

（（三三）） 内生性问题处理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研究通过村庄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的方式

进行内生性处理。借鉴陈卫洪等［8］的方法，选取

“是否参加信息网络群”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

工具变量的原因是：一方面村庄数字化治理依托

微信等数字平台，山区农户数字能力的提升与数

字平台的出现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山区农户是否

加入网络群与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并不直接相

关。根据表 3 （4） ~ （5） 列所示，LM 统计量

29. 534 （p=0. 000），F 统计量 30. 894 超过 10%
弱识别临界值 16. 38，表明工具变量同时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因此，在考虑内生性问题

后，数字能力仍然在 1% 的水平上促进了山区农

户的绿色生产行为。

（（四四）） 机制分析机制分析　　

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兼业情况

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年收入

土壤肥力

交通便利情况

自然灾害

社会化服务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1）
0. 438*** （0. 045）

未控制

0. 106*** （0. 010）
529

0. 208

（2）
0. 361*** （0. 047）

已控制

0. 179*** （0. 050）
529

0. 341

（3）
0. 266*** （0. 051）

0. 002 （0. 014）
-0. 001 （0. 001）

0. 004 （0. 009）
0. 033** （0. 013）

0. 084*** （0. 027）
0. 011*** （0. 003）
0. 032*** （0. 011）

0. 011* （0. 006）
0. 019*** （0. 006）
0. 042*** （0. 015）

已控制

-0. 060 （0. 078）
529

0. 427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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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果 （基于线性回归模型） 如表 4 所示。表 4
（1） ~ （3） 列，数字能力在 1% 的水平上提升山

区农户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以及农业生产

污染认知，且各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占数字能力

影响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总效应的比重分别是

6. 39%、 14. 29%、 8. 65%。 表 4 （4） ~ （6）
列：农户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以及农业生

产污染认知均显著促进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此外，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

色 生 产 行 为 的 影 响 系 数 由 0. 266 分 别 下 降 到

0. 249、 0. 228、 0. 243。结果表明，农户绿色农

产品认知、信息满足以及农业生产污染认知在数

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

中介效应，H2、H3、H4 得到验证。数字能力的

提升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满足山区农户对绿色

生产信息的需求，出于对绿色农产品价值的利益

追逐、农业生产污染的严重危害等综合考量，山

区农户便会采纳绿色生产行为。

（（五五）） 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　　

鉴于山区农户资源禀赋差异显著［26］，深入探

究数字能力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对

制定精准赋能政策至关重要。农业绿色转型作为

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需兼顾内生动力培育与外

部条件带动［27］。因此，本研究将从外部支持 （政

策响应、资金支持） 与内生动力 （风险偏好、技

术信任）、农户禀赋 （生产经营规模、受教育水

平） 三方面，剖析其在数字能力影响绿色生产行

为中的作用差异。

1.  外部支持　

（1） 政策响应。本文根据问卷中“政府是否

对本村提供数字农业技术扶持政策”这一问题，

将山区农户划分为有政策响应组与无政策响应组

展开对比分析。结合表 5 （1） 和 （2） 列的实证

结果可见，相较于无政策响应组，有政策响应组

山区农户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

更为显著，这一差异本质上与山区独特的地理区

位、资源禀赋及发展约束密切相关。山区普遍存

在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信息通达性弱等特征，

农户获取外部资源与技术支持的渠道本就狭窄，

而政府数字农业技术扶持政策的响应与否，进一

步放大了两组农户在数字能力转化与绿色生产实

践中的环境差异。从政策属性来看，中央层面出

台的相关政策往往具有高模糊性，需结合地方实

际进行再设计与落地执行［28］，而山区的特殊禀赋

决定了政策响应的质量，直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

的转型效果。对有政策响应组而言，其所在村庄

依托政策支持，帮助农户突破数字工具操作、绿

色技术应用的双重壁垒，提升将数字能力转化为

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操能力，使数字能力真正适配

山区生产场景。无政策响应组，受山区地理阻隔

表 3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工具变量

控制变量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

主成分分析

0. 077***

（0. 016）

已控制

已控制

0. 149
（0. 075）

529
0. 422

（2）
替换被解释

变量

0. 620***

（0. 138）

已控制

已控制

-0. 019
（0. 233）

529
0. 297

（3）

Tobit

0. 277***

（0. 051）

已控制

已控制

-0. 101
（0. 080）

529

（4）
数字能力

（第一阶段）

0. 088***

（0. 016）
已控制

已控制

0. 162*

（0. 087）
529
0. 405

（5）
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第二阶段）

0. 587***

（0. 170）
已控制

已控制

-0. 115
（0. 088）

529
0. 357

29. 534
［0. 000］
30. 894

｛16. 38｝

注：  ［ ］ 内数值为  P 值，｛ ｝ 内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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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短缺的双重限制，村庄层面缺乏资源整合

能力。山区固有的发展约束使得政府政策响应成

为弥合资源鸿沟、优化数字能力转化环境的关键

变量，进而导致两组农户在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

行为的影响效果上呈现显著差异。

（2） 资金服务。本文依据问卷中“政府是否

对本村提供数字农业技术资金服务”这一问题，

将山区农户分为有资金服务组与无资金服务组对

比分析。由表 5 （3） 和 （4） 列结果可知，两组

农户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且无明显差异，原因可能在于

山区特征下资金配置的供需错配［29］。山区地块零

散、产业以小额特色种养为主，对数字农业资金

的需求更偏向“小额精准、适配场景”，但当前

项目制资金多遵循“标准化、规模化”供给逻

辑，多投入大型设施或通用平台，与山区农户实

际需求脱节。资金服务的提供并没有积极影响山

区农户数字能力的提升。因此有资金服务组的山

区农户其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没有明

表 4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绿色农产品认知

信息满足

农业生产污染

认知

控制变量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贡献度

（1）

绿色农产品认知

0. 554***

（0. 123）

已控制

已控制

-0. 158

（0. 222）

529

0. 346

0. 249

0. 017

6. 39%

（2）

信息满足

2. 739***

（0. 317）

已控制

已控制

2. 63***

（0. 600）

529

0. 299

0. 228

0. 038

14. 29%

（3）

农业生产

污染认知

0. 945***

（0. 236）

已控制

已控制

3. 717***

（0. 483）

529

0. 298

0. 243

0. 023

8. 65%

（4）

山区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

0. 249***

（0. 052）
0. 032**

（0. 016）

已控制

已控制

-0. 055

（0. 077）

529

0. 432

（5）

山区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

0. 228***

（0. 056）

0. 14**

（0. 006）

已控制

已控制

-0. 097

（0. 078）

529

0. 434

（6）

山区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

0. 243***

（0. 051）

0. 24**

（0. 007）

已控制

已控制

-0. 151***

（0. 079）

529

0. 442

表 5　外部支持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控制变量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1）

无政策响应

0. 193**

（0. 085）  

已控制

已控制

-0. 031

（0. 102）

270

0. 417

（2）

有政策响应

0. 336***

（0. 059）   

已控制

已控制

-0. 084

（0. 117）

259

0. 461

（3）

无资金服务

0. 282***

（0. 068）  

已控制

已控制

-0. 060

（0. 115）

259

0. 479

（4）

有资金服务

0. 236***

（0. 078）  

已控制

已控制

-0. 045

（0. 105）

270

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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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区别于无资金服务组的山区农户。

2.  内生动力　

（1） 绿色生产风险偏好。本文根据问卷中山

区农户对“采取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时机选择”的

回答，将“较早采用”“一部分人采用后才采用”

“较晚采用”，三种回答的山区农户绿色生产风险

偏好分为偏好、中性、厌恶三组进行异质性分

析。由表 6 （1） ~ （3） 列结果可知，风险偏好

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山区

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与其绿色生产风险偏好呈现

相关性［30］。中性组与厌恶组则在统计水平上显

著，这与山区“高生产风险、低抗逆能力”的核

心特征深度相关。山区土地细碎化、产销衔接不

畅，绿色生产需承担收益不确定性风险，风险偏

好组农户本身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较高，因

此，数字能力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相对有

限。相比之下中性组和厌恶组对于绿色生产行为

的初始采纳程度较低，数字能力所产生的边际效

应更为显著。

（2） 绿色生产技术信任。本文根据问卷中山

区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是否有利于环境保

护？”的回答，将“是，否”两种回答的山区农

户对绿色生产技术信任分为信任与不信任两组进

行异质性分析。由表 6 （4） 和 （5） 列结果可知。

信任组农户本身认可绿色生产技术价值，数字能

力恰好帮其打破山区信息壁垒，降低应用成本，

促进绿色生产行为［5］；而不信任组农户本就对技

术存疑，且受传统经验束缚，数字渠道传递的

“隔空信息”缺乏山区本地实践验证，即便数字

能力提升，抵触心理仍阻碍技术采纳，导致影响

不显著。

3.  农户禀赋　

（1） 生产经营规模。本文以全部样本农户家

庭种植农产品面积的平均值为临界点，高于平均

种植面积的山区农户家庭为大规模经营户，小于

均值的为小规模经营户。基于表 7 （1） 和 （2）
列的分析结果，相较于大规模经营组，小规模经

营组山区农户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

作用显著。原因可能是大规模农户在追求规模效

应的作用下本身具有较高的绿色生产水平，数字

能力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小

规模农户受自身禀赋限制，绿色生产水平较低。

在数字能力提升后能更容易接触绿色生产技术，

因此，数字能力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

显著。

（2） 受教育水平。本文以高中学历为临界

点，将学历高于或等于高中学历的山区农户家庭

分为高人力资本组，学历低于高中学历的分为低

人力资本组。如表 7 （3） 和 （4） 列的结果所示，

低人力资本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显

著，高人力资本组不显著。可能原因是，数字能

力在低人力资本组中发挥了“补偿效应”——该

群体原本因自身知识储备有限、传统信息获取渠

道匮乏而面临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障碍，数字能力

的提升有效弥补了这些不足，从而对其生产行为

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高人力资本组由于本

身具备较强的知识基础和社会网络，早已通过传

统渠道掌握了绿色生产的相关信息，数字能力的

提升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边际贡献较

小，因此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 6　内生动力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控制变量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1）
风险偏好组

0. 174
（0. 114）
已控制

已控制

-0. 417
（0. 304）

90
0. 740

（2）
风险中性组

0. 210***

（0. 076）
已控制

已控制

0. 065
（0. 110）

275
0. 409

（3）
风险厌恶组

0. 257**

（0. 112）
已控制

已控制

-0. 058
（0. 133）

164
0. 464

（4）
信任

0. 311***

（0. 059）
已控制

已控制

-0. 016
（0. 096）

360
0. 504

（5）
不信任

0. 123
（0. 103）
已控制

已控制

-0. 029
（0. 160）

169
0.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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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对于农业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

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研究数

字能力如何影响山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具有实

际价值。研究发现数字能力在 1% 水平上显著促

进山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证实了数字能力在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区别于已有

研究，本文以数字能力三维研究视角，探究数字

能力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将山区农

户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数字能力对于农业绿色

转型的直接促进作用，并结合山区农户实际，创

新性地验证了山区农户能够通过绿色农产品认知

水平 （6. 39%）、增强信息满足性 （14. 29%） 以

及强化农业生产污染认知 （8. 65%） 三个路径促

进山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据此，应不断提高

山区农户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性和农业生

产污染认知，从而促进山区农业绿色生产转型。

已有研究从个体特征［8］、家庭特征［5］以及生产经

营特征［13］对山区农户进行分组讨论，关注年龄、

资本、社会关系、风险偏好、种植规模、生产环

节等方面的异质性问题。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

增加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两个方面，分析数字能

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在政策响应、资

金支持、山区农户绿色生产风险偏好与绿色生产

技术信任等方面的差异性，弥补了已有研究关于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异质性分析的不足。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一）） 结论结论　　

本研究利用 2023 年贵州省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529 份山区农户调查数据，构建数字能力与绿色

生产行为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村庄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数字能力对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

促进作用，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

理后依旧成立。

二是数字能力通过提升绿色农产品认知水

平、增强信息满足性以及强化农业生产污染认知

三个路径，促进山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中介

效应占比依次为 6. 39%、14. 29%、8. 65%。

三是外部支持 （政策响应、资金支持） 与内

生动力 （风险偏好、技术信任）、农户禀赋 （生

产经营规模、受教育水平） 三方面在数字能力影

响山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存在组间差异。相较

于无政策响应组，有政策响应组的影响更显著；

相较于无资金服务组，有资金服务组的系数反而

下降；风险偏好组影响不显著，风险中性组和厌

恶组影响均显著；技术信任组影响显著，不信任

组影响不显著；相较于大规模经营组，小规模经

营组山区农户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

作用显著；低人力资本组的数字能力对绿色生产

行为的影响显著，高人力资本组不显著。

（（二二））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一是提升山区农户数字能力。政府和相关部

门应加大对山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如网络覆

盖、数字设备普及等。同时，开展针对山区农户

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户运用数字技术的能

力，促进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

二是强化绿色农产品认知、信息满足性和农

业生产污染认知。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山区农

户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帮助山区农户了解

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发展前景。同时，加强

表 7　农户禀赋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能力

控制变量

村庄固定效应

cons

N
R2

（1）
小规模经营

0. 324***

（0. 057）
已控制

已控制

0. 125
（0. 100）

398
0. 456

（2）
大规模经营

0. 130
（0. 124）
已控制

已控制

-0. 090
（0. 169）

131
0. 515

（3）
低人力资本

0. 277***

（0. 054）
已控制

已控制

-0. 070
（0. 084）

485
0. 427

（4）
高人力资本

0. 358
（0. 369）
已控制

已控制

-0. 464
（0. 854）

44
0.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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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满足山区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市场

信息等方面的需求。此外，强化山区农户的农业

生产污染认知，增强其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促进

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

三是实施差异化干预。首先，应强化政策与

数字能力的协同效应，对无政策响应群体重点打

通政策落地渠道；优化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模式，

推动单纯资金支持向“资金+数字赋能”转型，

避免资金对数字能力的替代。其次，针对风险偏

好型农户，加强市场前景与风险保障信息供给，

对技术不信任型农户，则通过数字化平台引入权

威认证与示范案例以建立信任。最后，在资源禀

赋上，应将数字技能培训向小规模经营和低人力

资本农户倾斜以发挥其“补短板”效应，同时为

大规模经营和高人力资本农户提供高阶数字化决

策支持，推动其从“会用”向“善用”升级，最

终实现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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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capability affect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mountainous farmers
Qian Zhaoying1，Hu Yueyi2，Wei Jicha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Digital capability，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farmer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decisions.  Based on micro-survey data from 529 mountainous households in the pilot counties fo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in Guizhou Province in 2023 ， this study employs fixed effects models and mediation effects model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capability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its mechanisms， and explores heterogeneity issues.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capability positively promote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mong mountain farmers.  With 1% increase in the 
digital capability level of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their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score rises by 26. 6%； Digital capability 
fosters green production adoption among mountain farmers by enhancing their perception of eco-friendly products （6. 39%）， im⁃
proving information access （14. 29%）， and increasing pollution awareness （8. 65%）；Compared with the groups with no re⁃
sponse， those with financial services， the green production risk-averse group， and the group with mistrust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digital capabilities have a more pronounce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of the groups with pol⁃
icy response， those without financial services， the green production venture-tolerant group， and the group with trust in green pro⁃
duction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offers new reference points for cultivat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mountain farmer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ing mountain agriculture into a green industry.
Keywords：Digital capability；Mountainous farmers；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Green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Interme⁃
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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